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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企业进行工作部署和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但是“信息海洋”也常常淹没员工。

然而，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具有双面性。本研究基于压力交互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探

究了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双刃剑”效应。基于321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检验了组织

自尊和自我损耗的双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员工组织自尊和自我损耗均有显著

正向影响作用；2) 组织自尊和自我损耗均在社交媒体信息超载与工作投入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社交

媒体信息超载既可以通过提高组织自尊的资源增益路径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也可以通过自我损耗的

资源损耗路径负向影响工作投入；3) 相较于社交媒体信息超载通过自我损耗路径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的

消极影响，通过组织自尊产生的积极影响更大。本研究为企业管理者以及员工应对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带

来的消极影响，扩大积极影响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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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ompanies to deploy work and trans-
mit information, but the “information ocean” often overwhelms employees. However,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on 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has a dual natur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explor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on employee’s work engage-
ment.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21 enterprise employees, the dual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and ego depletion was tes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and ego depletion; 2)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and ego depletion both play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work engagement.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can positively affect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through the re-
source gain path that enhances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r negatively affect work engage-
ment through the resource loss path of ego depletion; 3) Compared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on 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through ego depletion, the positive 
impact through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is greater.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
ance for business managers and employees to addres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for-
mation overload and expand the positiv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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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用户实现自我表达和人际交往的渠道。根据中国网

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显示，2021 年底全国社交媒体用户数量达到 10.07 亿。使用社交媒体(SM)在
促进员工之间知识共享、降低成本、增强客户关系和改善信息可访问性等方面的巨大商业价值迅速吸引

了当代组织的注意[1] [2]。组织使用社交媒体与员工建立关系已成为人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
更多企业为了提高组织内部沟通效率、改善工作流程等，将社交媒体应用到组织内部运营中。根据 202
企业微信新品发布会展示数据，使用企业微信的企业和组织已超 1000 万，连接微信活跃用户超过 5 亿。 

然而，组织在享受社交媒体带来的便利和快捷的同时，员工也逐渐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包围[4]，一

些员工的微信工作群有时甚至高达五六十个，面临每天需要接收并处理大量信息的工作要求，使得员工

资源持续消耗，进而影响员工工作投入。学界将用户触及的信息超出其有效管理和使用能力范围的主观

感知定义为信息超载，社交媒体信息超载被认为是社交媒体超载的重要内容[5]。社交媒体信息超载作为

工作场所的关键压力源，易导致员工情绪耗竭[6]等不良情绪的产生，进而负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7]、工

作绩效[8]等。然而，也有研究证实社交媒体超载所带来的影响并非只是消极的，社交型企业媒体过度使

用能够通过认知重评降低情绪耗竭水平[9]，并且吴士健等(2020)研究发现企业社交媒体过载同常在使用

一样，均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10]。上述研究的不一致表明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可能存在“双刃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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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并且已有研究证实社交媒体超载对员工情绪耗竭[9]和用户不持续使用意愿均有“双刃剑”效应[11]。 
根据个体对社交媒体超载压力源的不同认知评估倾向，个体随后可能产生差异化的情绪状态、工作

态度与工作行为。具体而言，对压力源做出威胁性评估的个体更容易情绪消极；而对压力源做出挑战性

评估的个体更不易被消极情绪干扰，且更关注压力源的问题解决[12]。因此，本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信息超

载对工作投入可能存在“双刃剑”效应。基于压力交互处理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提出社交媒体信息超

载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模型，探索社交媒体信息超载是否会使员工产生正向(组织自尊)和负向(自我损耗)两
种应变反应，进而影响工作投入。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压力交互理论视角下的社交媒体信息超载 

超载指个体对超出处理能力信息的物体或人数量的主观感知和评估[13]。压力源(stressors)是指令个

体感到压力，并能够阻碍或促进个体目标实现的因素[14]。压力交互理论认为，压力源对个体施加恶性压

力(distress)还是良性压力(eustress)主要取决于个体对压力源的自我相关性与厉害程度的初级评估(primary 
appraisal) [15]，其中包括对压力源的威胁性评估(threat appraisal)和挑战性评估(challenge appraisal)等认识

评估倾向[14]。一个人对环境的评估或初级评估在压力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并且被认为是将压力源与结

果联系起来的主要心理机制之一[16]。不同的认知评价基础上，会产生不同的应对方式和应对结果。在此

理论基础上，本文将社交媒体信息超载视为一种会对个体施加压力，并威胁或促进个体目标实现的技术

压力源。因此，个体会对该压力源进行威胁性评估或是挑战性评估。具体而言，当个体对社交媒体超载

做出威胁性评估时，则会视社交媒体超载为一种威胁目标实现的威胁性压力源；反之，当个体对社交媒

体超载做出挑战性评估时，会将社交媒体超载压力源视为一种有益于目标实现的挑战性压力源。 

2.2.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的资源增益路径：组织自尊的中介作用 

Schaufeli 等(2002)认为工作投入是指个体对工作有着一种兴致高昂和活力饱满的态度，是一种热情洋

溢的认识状态，并提出活力、奉献和专注是构成工作投入的三个维度[17]，积极的情绪体验如希望、快乐、

满足等均可以正向预测员工工作投入水平[18]。 
组织自尊(OBSE)作为个体对自己作为组织成员所具备的价值和能力的信念[19]，反映了个人对自己

在其雇佣组织中拥有重要、称职和有能力的自我感觉，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个人所接触的组织结

构中[20]。已有研究表明 OBSE 受到个体所接触的环境结构所发出的隐性信号以及社会环境中重要的其

他人所发送信息(人际关系和组织文化)的影响，如工作复杂性(即高反馈水平、任务身份和重要性为特征

的工作)、感知到的管理尊重和工作组同伴的信任均与雇员的 OBSE 之间存在正向关系[21]。基于此，可

以认为向员工传达他们是组织的有价值、重要和有能力的信号均能有效提升员工的组织自尊。根据资源

投资原则，为迅速摆脱资源消耗带来的伤害，并从中恢复或者获得更多的资源，个体往往倾向于采用投

资资源、丰富资源池的方式[22]。员工在获得作为个体资源的组织自尊后，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工作

中，一是为了维持组织或同事对自身积极正面的评价，巩固和扩大现有资源，二是为了丰富资源池，期

望发展其他资源，如提高影响力、获得同事及领导认可等。 
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当员工对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做出挑战性评价时，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可以通过资

源增益机制提高员工组织自尊，进而正向影响工作投入。具体而言，当员工对工作情境下的社交媒体信

息超载做出挑战性评估时，社交媒体信息超载的产生被认为是组织及同事过量传递价值认可或信任的结

果。在工作场所中，对组织和同事而言，势必不会与价值不高的员工有过多的接触和沟通。在此情况下，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所传递的隐性信息可以被视为对员工工作任务和个人发展有帮助和积极影响的工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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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超载本身也成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来完成的工作要求。同时，员工通过与组织、环境和其他成员进

行互动以应对社交媒体信息超载的过程，也是其工作经验积累、能力提升以及提高组织契合度的过程[23]。
同时，这些与工作相关的经历将培养员工对组织价值、能力和重要性的评估[24]，进而产生更高水平的组

织自尊和工作投入。因此，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将使员工具有更高水平的 OBSE。而具有高组织自尊的人

通过他们的组织角色有一种满足他们需求的感觉。OBSE 对工作内在动机、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

认同、组织承诺)、工作绩效均有正向预测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对社交媒体信息超载、组织自尊和工

作投入的关系做出以下推论：组织自尊在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和工作投入间起到中介作用，并提出以下假设： 
H1：社交媒体信息超载正向影响组织自尊； 
H2：组织自尊在社交媒体信息超载与工作投入之间挥着中介作用。 

2.3.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的资源损耗路径：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 

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是指个体在心理资源消耗后，自我进行意志活动(volitional action)的能力或意

愿(capacity or willingness)暂时下降的状态[25] [26]。根据自我损耗理论，如果个体先前的自我意志活动消

耗了过多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的有限心理资源，则个体在之后的自我意志活动中难以有效地控制自己，从

而会选择脱离随后的自我意志类活动[27]。在工作情境下，工作压力与自我损耗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压力往往会导致情绪问题，而具有强烈的自我控制需要和工作压力感的个体容易消耗更多的心理能量，

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自我损耗[28]。当感知到较高的工作压力时，个体因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产生

较多的自我损耗。当心理能量消耗过大，而随后工作场所中的工作要求并未就此中断时，员工剩余心理

能量必然难以有效应对。并且与资源获取相比，个体更为关注资源损耗的程度，处于自我损耗状态下的

个体为了避免资源损失螺旋的势头和幅度继续扩大，会采取保存实力的态度，降低注意力和努力的程度

[29]。其主动性意愿和行为也会随之降低[30]，如个体的创新行为[31]、建设型建言行为[32]会受到负向影响。 
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当员工对社交媒体超载这一压力源做出阻碍性评价时，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将会

通过资源损耗机制导致员工产生自我损耗，进而负向影响工作投入。具体而言，当员工对工作情境下的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做出阻碍性评估时，员工将知觉到社交媒体信息超载是压力性的、威胁性的，将会带

来自身资源的过度损耗，并且是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有效应对的工作要求。心理资源的过度消耗会对员工

造成负面影响，引发焦虑[33]、疲劳[4]等消极的情绪体验，最终影响工作投入[34]。综上所述，本研究对

社交媒体超载、自我损耗和工作投入的关系做出以下推论：自我损耗在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和工作投入间

起到中介作用，并提出以下假设： 
H3：社交媒体信息超载正向影响自我损耗； 
H4：自我损耗中介了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综上，构建研究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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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通过线上问卷平台随机发放问卷 395 份。样本来源与重庆、广东、浙江、江苏、河北、福建等地的

在职员工，调查样本随机抽取，所在地区广泛。剔除量表答案完全一致、填答时间少于 160 秒以及前后

逻辑不一致(如年龄在 25 岁及以下，学历为本科，但是在当前工作年限在 5~10 年)的问卷，最终获得 321
份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达 81.27%。如表 1 所示，有效样本中，男性占 47.66%，女性占 52.34%；年龄

分布在 26~35 岁的最多，占比达到 61.99%，其次为 36 岁~45 岁(23.99%)；大学本科学历的样本最多，占

比达 66.98%，其次是硕士研究生(19.31%)；在当前工作单位的工作年限在 2~5 年(不含 5 年)的样本最多，

占比达到了 35.51%，其次是 2 年及以下(33.02%)。总体上看，男、女性别比例均衡，年龄和在当前单位

的工作年限结构较为合理，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结构分布较为合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用于后续的

统计分析。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均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四个结构变量

的测量题项。为保障调查的有效性，各结构变量的测量题项均参考在国内外得到广泛采纳，并在国内已

得到本土化检验的量表。对本研究中的英文文献量表，在参考国内学者应用基础上，结合企业员工使用

社交媒体的特征，采用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进行处理，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 = “非常

不符合”，5 = “非常符合”)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采用 Cao 等人(2018)开发的量表，包括“微信/QQ 上过多的工作相关信息经常分

散我的注意力”等 3 个题项，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14。 
组织自尊采用 Pierce 等人(1989)开发的量表，包括“在公司中我能发挥作用”等 10 个题项，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1。 
自我损耗采用 Lin 等人(2015)开发的量表，包括“现在我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集中于某些事情”等

5 个题项，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1。 
工作投入采用 Schaufeli 等人(2006)开发的量表，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共计 9 个题项，

如“工作时，我感觉精力充沛”，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4。 

4. 实证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 Harman 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发现有 4 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累计解释的总体变异量为

68.887%，其中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 43.327%的方差变异，未超过 5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

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程度较小。 

4.2. 信效度检验 

如表 1 所示，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在 0.6 以上，社交媒体信息超载、组织自尊、自我损耗和

工作投入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均在 0.7 以上，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大于 0.5，各

变量的聚合效度(CR)均在 0.7 以上，说明 4 个变量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由表 2 可知，对角线上的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各相关系数(绝对值)。因此，量表有着较高的

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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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表 1. 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社交媒体 
信息超载 

SMIO1 0.76 0.714 0.587 0.81 

SMIO2 0.763    
SMIO3 0.776    

组织自尊 

OBSE1 0.629 0.931 0.613 0.94 

OBSE2 0.712    
OBSE3 0.666    
OBSE4 0.809    
OBSE5 0.878    
OBSE6 0.682    
OBSE7 0.894    
OBSE8 0.82    
OBSE9 0.87    

OBSE10 0.814    

自我损耗 

ED1 0.677 0.841 0.541 0.854 

ED2 0.747    
ED3 0.667    
ED4 0.842    
ED5 0.732    

工作投入 

JI1 0.68 0.934 0.661 0.946 

JI2 0.785    
JI3 0.797    
JI4 0.87    
JI5 0.799    
JI6 0.902    
JI7 0.869    
JI8 0.773    
JI9 0.819    

注：N = 321；SMIO 代表社交媒体信息超载；OBSE 代表组织自尊；ED 代表自我损耗；JI 代表工作投入。 

4.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2 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 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表面：社交媒体信息超载与组织自尊(r = 0.350, 
p < 0.001)和自我损耗(r = 0.370, p < 0.001)均显著正相关，组织自尊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r = 0.759, p < 
0.001)，自我损耗与工作投入显著负相关(r = 0.128, p < 0.05)。相关分析结果初步支持了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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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        
2. 年龄 −0.061 —       
3. 学历 −0.022 −0.070 —      
4. 工作年限 0.067 0.351*** −0.068 —     
5.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 −0.189** −0.042 0.053 −0.008 0.766    
6. 组织自尊 −0.168** −0.070 0.131* −0.069 0.350*** 0.783   
7. 自我损耗 −0.219*** −0.099 0.089 0.002 0.370*** 0.088 0.736  
8. 工作投入 −0.133* 0.001 0.017 −0.081 0.243*** 0.759*** −0.128* 0.813 

均值 1.523  2.224  2.084  2.103  2.697  3.322  2.156  3.428  

标准差 0.500  0.684  0.594  0.996  1.038  0.863  0.744  0.916  

注：N = 321，*p < 0.05，**p < 0.01，***p < 0.001，双尾检验。 

4.4. 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 Mplus8.3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在纳入控制变量的基础

上，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组织自尊(β = 0.249, p < 0.001)和自我损耗(β = 0.289, p < 0.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H1、H3 成立；组织自尊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916, p < 0.001)，而自我损耗对工作投入

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 −0.266, p < 0.001)；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员工工作投入并无显著影响(β = 0.049, p > 
0.05)。为了进一步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使用 Bootstrap 偏差校正重复抽样方法，选择 5000 次重复抽

样和 95%的置信区间，通过 Process Model 4 中介模型检验组织自尊和自我损耗的并行中介效应。由表

3 可知，社交媒体超载通过组织自尊和自我损耗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间接效应值分别为 0.2170，95%的置

信区间为[0.1295, 0.2996]和−0.0626，95%的置信区间为[−0.974, −0.0341]，均不含 0，H2、H4 成立；社交

媒体信息超载对工作投入的直接效应值为 0.0476，95%的置信区间为[−0.0215, 0.1166]，包含 0，说明社

交媒体信息超载并不显著直接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组织自尊和自我损耗两条路径差异(路径 1–路径 2)的
效应值为 0.2795，95%的置信区间为[0.1918, 0.3606]，不含 0，说明相较于社交媒体信息超载通过自我损

耗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的消极影响，通过组织自尊产生的积极影响更大。 
 

 
Figure 2. Path coefficient analysis 
图 2. 路径系数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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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表 3. 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strap = 5000 的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2020 0.1058 0.2982 

直接效应 0.0476 −0.0215 0.1166 

总间接效应 0.1544 0.0539 0.2495 

间接效应分解 
路径 1 0.2170 0.1295 0.2996 

路径 2 −0.0626 −0.9740 −0.0341 

路径 1–路径 2 0.2795 0.1918 0.3606 

路径 1：社交媒体信息超载→组织自尊→工作投入 

路径 2：社交媒体信息超载→自我损耗→工作投入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压力交互处理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工作场所中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员工工作投

入的“双刃剑”效应的影响机制，包括组织自尊的增益路径和自我损耗导致的损耗路径，得出如下结论：

1)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并非只会带来类似“自我损耗”的消极结果，也可以产生“提高员工组织自尊”积

极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员工将过量的信息传递视为一种组织和同事对自己的认同，同时应对信息超载

的经历也将培养员工对自身组织价值的评估[25]；2) 社交媒体信息超载作为一种压力源，是一把“双刃

剑”，社交媒体信息超载既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组织自尊正向影响工作投入，又可以通过引发自我损耗负

向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3) 对工作投入而言，组织自尊具有比自我损耗更强的中介效应，表面社交媒体

信息超载对工作投入的增益效应大于削弱效应。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信息超载通过组织自尊对工作投的

积极影响大于通过自我损耗产生的消极影响，说明在员工工作投入上，提升员工组织自尊比降低损耗更

重要。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探讨了工作场所中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双刃剑”效应，为组织使用社交媒

体提供了全面、辩证的研究视角。以往研究聚焦于社交媒体超载带来的威胁，如情绪耗竭[6] [8]、社交媒

体倦怠[7]等；关注到社交媒体超载增益效应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林家宝等(2019)研究发现社交超载可

以通过增加用户流体验，从而降低用户不持续使用意愿[11]。就社交媒体超载和员工工作投入的关系而言，

学者王法硕(2020)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导致员工产生社交媒体倦怠，从而负向影响工作投入[7]，
但是吴士健等(2020)研究发现企业社交媒体过载同常在使用一样，均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10]。整体

来看，目前鲜有研究整合社交媒体超载对员工工作投入的正、负面效应。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信息超载

是一把“双刃剑”，社交媒体信息超载能够通过影响员工组织自尊，进而提高工作投入。这说明社交媒

体信息超载虽然有负面影响，但是也存在正面影响，加深了对工作场所中社交媒体超载这一压力源的认

识。 
本研究基于压力交互处理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引入“组织自尊”和“自我损耗”两条相反的路径，

探讨了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和员工工作投入的关系，拓展了社交媒体信息超载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往研究

主要基于 SSO 框架模型理论，探讨员工在面临社交媒体信息超载这一压力源时，产生的应变反应及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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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忽视了员工认知在压力源与应变反应之间的作用。本研究从个体认知视角出发，认为社交媒体信

息超载对员工造成的影响因员工认知的不同而各异。社交媒体信息超载既可以通过培养员工组织自尊，

正向影响工作投入，也可以通过导致员工自我损耗，负向影响工作投入。本文证实了由于员工对社交媒

体信息超载这一压力源认知的不同，导致相反应变反应的产生，进而影响工作投入的理论逻辑，为社交

媒体信息超载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5.3. 管理启示 

本研究探讨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双刃剑”效应，对组织内部管理者及组织员工有

着不同层面的启示。一方面，对组织内部管理者而言，注意提高传递信息的质量，减少无效、冗杂信息

对下属员工资源的过度消耗；其次，除了传递工作要求等任务信息之外，应提供相应的工作资源，协助

员工处理超载的工作信息；最后，注重培养员工组织自尊，适时向员工传递组织对其价值的认可。另一

方面，对员工而言，应意识到可以通过调动积极认知，正向看待社交媒体信息超载产生的影响，如将过

量能够的信息视为组织或同事对自身过往工作的认可，也是“能者多劳”的体现；此外，也可以通过调

整信息管理策略应对信息超载，如采用不定期集中回复、延迟回复或不回复策略，集中交流对话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避免分散的信息持续干扰工作的进行；最后，还可以通过使用其他沟通渠道传递信息，减

少对社交媒体的以来，如线下的面对面沟通。 

5.4. 不足与展望 

一是研究应用的组织自尊和自我损耗量表虽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是仅反映了员工最近阶段的主

观感受，未来可结合关键事件法进一步研究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二是本研究只关

注了信息超载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未来可进一步探索信息超载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其他影响机

制和边界条件；三是本研究只探讨了社交媒体信息超载对工作投入的“双刃剑”效应，其他社交媒体超

载是否存在“双刃剑”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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